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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亞太地區諸多的量詞語言中，其量詞的最初起源是漢語族

（Sinitic）還是侗台語系（Kra-Dai），學界頗有爭議。文獻中西方學者較

多反對漢語族為起源而支持侗台語系，而中國學者則相反。Her & Li
（2023）檢視了反對漢語族的六項理由，並逐一反駁，論證北方漢語才

是量詞的發源地。支持侗台語系的理由之一是，漢語缺乏區分人類與動

物的個體量詞。在此爭議的背景下，本文針對動物個體量詞提出更多支

持漢語族的證據，以漢語中專屬動物的個體量詞「隻、頭、尾、匹」為

中心，對比漢語、泰語與周邊語言，驗證漢語動物個體量詞是各語言中

最豐富的，且受漢語影響的量詞語言，其動物個體量詞也多於受侗台語

系傣語支（Tai）影響的量詞語言，因此就此項證據而言，漢語族較傣語

支更可能是亞太地區量詞的起源。本文並提出基於數詞的新證據：傣語

支在歷史上從漢語借入數詞，又基於數詞與量詞的緊密關係，傣語支從

漢語借入量詞的可能遠大於輸出量詞給漢語。 
 

關鍵詞：量詞單一起源假說、動物個體量詞、數詞、漢語、侗台語 
 

 
 

一、前言 
 

漢語是典型的量詞語言，當以數詞量化名詞時，量詞（classifier）是必須出

現的詞類，而量詞可以根據語意細分成個體量詞（sortal classifier）與計量量詞

（mensural classifier）兩個次類。個體量詞選擇屬於特定語意類別的名詞，並指

定共現名詞指涉的個體為計數單位。計量量詞則表達特定的量值作為計量單位。

可以從以下兩個實例來看：(1)a 中的量詞「朵」只能跟表達具有花朵形狀之物的

名詞共現，數詞「三」所計算的是花的個體，所以「朵」是個體量詞。而(1)b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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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詞「箱」對共現名詞的語意並沒有特別要求，只是表達一個箱子能裝的量作

為數詞計量的單位，所以「箱」是計量量詞。 
 
(1) a. 三朵玫瑰 

b. 三箱玫瑰 
 

單就語意功能來看，計量量詞是所有使用數詞的語言都有的，因為只有計量

量詞有能力提供計數單位，協助數詞量化不可數名詞。1反之，個體量詞並沒有

創造新的計數單位，只是指定原本就存在於可數名詞語意中的個體為計數單位

（Cheng & Sybesma 1999），且個體量詞是透過與量化名詞共享一些語意特徵，

凸顯名詞所指涉個體的一些本質屬性（Her 2012），藉此標記個體作為計數單位；

因此，嚴格來說，個體量詞並不是必要的詞類，所以全世界七千多種語言中大多

數沒有個體量詞。在 Her & Li（2023）的調查中，發現文獻中所記載的 713 個量

詞語言，其地理分布如圖（一）所示。 
 

圖一 713 種量詞語言的分布 
 

學界公認量詞是東亞和東南亞語言的重要特徵（Greenberg 1990 [1974]；
Aikhenvald 2000），且大部分量詞語言也都分布於此及鄰近地區，尤其是漢語族

（Sinitic）、苗瑤語系（Miao-Yao 或 Hmong-Mien）、南亞語系（Austroasiatic）、侗

台語系（Kra-Dai）2、藏緬語族（Tibeto-Burman）及印度-雅利安語支（Indo-Aryan）

 
1 量詞語言和非量詞語言在計量詞類的句法特性上有所不同。以英語為例，在 three glasses of water
中，glass 發揮了計量量詞的功能，協助數詞 three 量化不可數名詞 water。但 glass 與 1 以上的數

詞共現時必須加複數標記-s，且必須透過介詞 of 才能與該名詞結合，這些都是英語名詞的特性。

這顯示英語的計量詞類是名詞，而漢語的量詞是獨立於名詞的詞類（Tang & Her 2019）。 
2 侗台語系過去常被稱為「壯侗語系（Tai-Kadai）」，但該名稱認定「傣語族（Tai）」和「仡央語

族（Kadai）」為平行分支，這並不受較新的研究支持（Ostapirat 2000）。而侗台語系包含一些被學

界普遍接受的分支，如傣語支（Tai）、仡央語支（Kra）、黎語支（Hlai）、侗水語支（Kam-Sui）
等。這些語支也被普遍認為組成侗台語系下的一些二級分類，即語族，但哪些語支組成哪些語族

尚有爭議（如：Morev 2000；Chamberlain 2016；Chen 2017）。壯侗語系分類法的主要問題在於黎

語支的歸屬：提出該分類法的 Benedict（1942，引自 Ostapirat 2000）認為黎語跟仡央語支語言形

成「仡央語族」，但他用以支持仡央語族存在的同源詞，大部分在傣語支語言中也存在，所以仡

央語族是否成立備受質疑（Ostapirat 2000）。目前大部分的侗台語系分類法，都不認為黎語支和

仡央語支形成有親緣關係的單位（Chen 2017）。侗台語系（Kra-Dai）的名稱中，Kra 指仡央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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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Her & Li（2023）將這六個語言族群簡稱為 SMATTI，並發現在全世界 713
個量詞語言中，有 310 個屬於 SMATTI，亦即將近一半（43.5%）的量詞語言集

中於這六個語言族群。 
該文進而描述了亞太地區量詞語言的分布情形：SMATTI 區域內最密集，越

往外量詞語言越少。因此基於量詞語言的分布情形，Her & Li（2023）提出亞太

地區量詞語言的單一起源假說：亞太地區除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
尚缺乏資料無法確認外，其餘所有地區的語言之所以產生量詞都來自語言接觸，

歷史上只有一個語言族群獨立發展出量詞系統。3 
至於是 SMATTI 中哪個語言族群最早發展出量詞系統，最有可能的選擇是

漢語族或侗台語系。在 Her & Li（2023）的調查中，這兩個語言族群的量詞語言

比例在 SMATTI 中是最高的：所有漢語族語言都有量詞，侗台語系則是超過一半

的語言（50/94，53.2%）有量詞，且實際比例應該更高，只是因資料有限而被低

估，而在可見的文獻中，沒有任何侗台語言是沒有量詞的。另外，他們也討論了

其他四個語言族群的量詞來源，並得出其量詞的產生都來自語言接觸。最後，漢

語族和侗台語系也是文獻中呼聲最高的量詞起源：支持侗台語系下的傣語支（Tai）
獨立發展出量詞並傳給漢語族的學者有：Jones（1970）、Hashimoto（1977）、Erbaugh
（1986）、Adams（1991）、Peyraube（1991）、李若暉（2000）、Huang（2013）等。

支持漢語族獨立發展出量詞系統的學者有：黃載君（1964）、張公瑾（1978）、梁

敏（1983）、Wang（1994）、Morev（2000）、Behr（2009）、步連增（2011b）、Her 
& Li（2023）等。 

Behr（2009）與 Huang（2013）分別綜整了相關文獻，系統性地歸納出六項

反對漢語作為量詞系統起源的理由，支持侗台語為起源：一、上古漢語尚未有量

詞；二、漢語中缺乏動物類個體量詞；三、在歷史發展上漢語量詞的詞序並不穩

定；四、原始藏緬語沒有量詞；五、南方漢語中的個體量詞多於北方漢語；六、

東南亞語言中個體量詞系統最為發達的是侗台語言。Her & Li（2023）對其一一

反駁：一、甲骨文已有少數計量量詞，金文已可見個體量詞；二、漢語有動物類

個體量詞「隻、頭、尾」等；三、漢語量詞詞序自古以來皆為「數詞>量詞」，十

分穩定；四、原始藏緬語沒有量詞的事實，與原始漢語有無量詞無關；五、漢語

族內個體量詞呈現南多北少的現象，可歸因於北方漢語之「阿爾泰化」；六、在

東亞語言中個體量詞系統最為發達的是漢語，且並不亞於侗台。該文進而主張量

詞起源於上古北方漢語，後向四方傳播，影響南方漢語及其他周邊語言族群。 
從上述說明可見，亞太地區語言量詞系統的起源是一個宏大的議題，本文的

目的並非在於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在動物個體量詞這項爭議上，本文將提

出清晰的證據顯示，漢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不僅在數量上多於侗台語，而且在產生

時間上也早於侗台語；更重要的是，侗台語中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極可能是借自

上古漢語。因此，亞太地區量詞系統的起源較可能是漢語。本研究從漢語動物個

體量詞「隻、頭、尾、匹」等出發，進而對比漢語和傣語支中最優勢的泰語，接

著再對比分別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而產生量詞系統之周邊語言，以論證就動物

 
Dai 指傣語支（Tai），這兩者是侗台語系中分布範圍最廣，語言數量最多，政治文化地位最高的

分支，因此用以代表侗台語系；但該名稱並不宣稱該語系下只存在這兩個分支。侗台語系內部分

類的爭議和本文主題無關，因此並不細論。 
3 Thomason（2001:1）將「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定義為「同一時空下使用多種語言」（the 
use of more than one language in the same place at the same time）。漢語與侗台語自古即有接觸，爭議

在於量詞最先起源於漢語還是侗台語，然後經由語言接觸影響其周邊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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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量詞而言，漢語族作為亞太地區量詞起源的可能性確實較高。本文最後也將

從數詞系統的角度提出另一項有力的證據，支持量詞起源於漢語而非侗台語。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節對比漢語和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使用情形，以論證

漢語的動物個體量詞較發達。第三節轉而比較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的量詞語

言，確認漢語和泰語在動物個體量詞上的差異也存在於這兩類語言中，進一步鞏

固前節的立場。第四節論證傣語支語言有許多數詞借自漢語，基於量詞與數詞的

緊密關係，傣語支很可能同樣從漢語輸入量詞；反之，由傣語支向漢語輸出量詞

是極不可能發生的事。第五節總結全文。 
 

二、動物個體量詞：漢語和泰語 
 

跨語言調查顯示，有生性（animateness）是量詞系統最基本的分類依據，基

本上每個量詞語言都會以不同個體量詞區分人類／非人類名詞或生物／非生物

名詞（Adams & Conklin 1973）。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假設，有生性是一個量詞系

統最早產生的語意區別（DeLancey 1986）。隨著量詞系統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個

體量詞產生，它們的語意特徵也隨之增加，以對名詞做更細緻的分類。非人類類

別或生物類別的進一步分類自然會產生動物類別，因此量化動物名詞的個體量詞

也應是量詞系統發展過程的早期產物。 
漢語跟泰語都是量詞系統發達的語言（Her & Li 2023），但漢語的個體量詞

卻被一些學者描述為缺乏人類／非人類或生物／非生物之分（Erbaugh 1986；
Huang 2013）。這樣的論點似乎在量化人類的個體量詞上成立：泰語在這方面有

非常細緻的區分，如 khon 泛用於所有人類，ʔoŋ用於王室成員、高僧等社會地位

高的人，ruːp 用於僧侶、道士等宗教職務人員，naːi 則用於警察、軍人等公務人

員（DeLancey 1986；番秀英 2009）。相比之下，漢語在口語中量化人類名詞時，

基本上只使用通用個體量詞「個」，而該量詞並不限於量化人類（張赬、王曉哲 
2014）。但是，若說漢語完全沒有只量化人類的個體量詞，也不符合事實，因為

漢語確實有「位、名」等專門用於人類，且也在該範圍內進一步細化分類的個體

量詞，只不過使用範圍通常限於書面語或正式場合，如「位」用於具有一定社會

地位的人，如「一位老師、一位學者」，「名」用於職業從事人員，如「一名演員、

一名建築師」等（番秀英 2009）。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轉而聚焦在量化非人類的個體量詞，尤其是動物個體

量詞上，4我們會發現，漢語不僅有動物個體量詞，數量還比泰語豐富（番秀英

2009；張赬、王曉哲 2014）。本節欲詳細討論漢語和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使用情

形差異，以對這個議題做出準確的描述。本節的討論分四個小節：（一）漢語和

泰語動物個體量詞的數量和使用範圍，（二）動物個體量詞的定義，（三）論證泰

語動物個體量詞 tua 乃源自上古漢語「頭」，（四）比較漢語和泰語量詞系統的演

變過程差異，以支持漢語擁有原生量詞系統。 
 

 
4 非人類個體量詞除了動物個體量詞，還包括無生物個體量詞，這在漢語和泰語中數量都非常豐

富。這類個體量詞主要根據物體形狀再進一步細分，如量化圓塊狀物體的「顆」／luːk，量化扁

平而薄的物體的「片」／p'æːn 等（番秀英 2009），符合跨語言的觀察：形狀是量詞系統繼有生

性後，第二常見的分類標準（DeLancey 1986）。另一類較有趣的非人類個體量詞，其量化範圍跨

越動物與無生物的邊界，如漢語「隻」和泰語 tua。我們在第二節（二）會詳細討論這類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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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語和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 
 

根據番秀英（2009）、張赬、王曉哲（2014）與 Her & Li（2023）的描述，漢

語有多達五個常用的、可以量化動物名詞的個體量詞：「隻、頭、條、匹、尾」。

其中「隻」是所謂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general animal sortal classifier），基本上

可以和所有動物名詞共現；「頭」用於量化大型動物，如牛和大象；「條」用於量

化長條形動物，如蛇和魚；「匹」用於量化馬、驢等可做為交通工具的動物；「尾」

是量化範圍最狹窄的動物個體量詞，只能量化魚。如果我們把漢語歷史上出現過

的動物個體量詞也納入討論的話，漢語還會再多出四個動物個體量詞：商代使用

量化狗和羊的「丰」（Chen 2006，引自 Huang 2013）和量化馬的「丙」（Erbaugh 
1986），5周代則使用「足、角」量化牛和羊（Erbaugh 1986）。由此可見，漢語中

確實存在數量不少的動物個體量詞。 
另一方面，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比漢語少得多，番秀英（2009）只列出三個：

tua 是通用動物個體量詞，可以用於所有動物名詞，是泰語中最古老的量詞之一

（DeLancey 1986）。另外，基於泰國文化對大象的尊崇，泰語使用多個個體量詞

量化不同社會地位的大象：野生大象使用 tua；人工飼養的大象使用 tɕ'ɯaːk，字

面語意為「繩子」；皇家飼養的大象則用 tɕ'aːŋ。其中最後一個量詞其實就是泰語

名詞「大象」，亦即泰語將該名詞置於量詞的位置以量化該名詞自身，這種與量

化名詞語音形式相同的量詞稱為迴響型量詞（echo classifier），在泰語中十分常見

（番秀英 2009），Jenks（2011:94）宣稱有超過五百個。而有學者觀察量詞系統

在漢藏語系諸多語言的發展過程，認為迴響型量詞的存在顯示該語言的量詞系統

未臻成熟還在發展階段（蔣穎 2009）。因此，漢語中已不具迴響型量詞的事實，

也有利於漢語作為量詞的起源。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漢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確實勝過泰語，分類也更加細

緻：雖然兩個語言都有通用的動物個體量詞「隻」／tua，也有專門量化一種動物

的個體量詞（漢語「尾」-魚，泰語 tɕ'ɯaːk-大象），但在這兩個極端的量化範圍之

間，漢語量詞還根據動物的形狀、尺寸、社會功能劃分出適中的量化範圍。因此，

漢語的量詞系統在量化動物這方面的確較泰語發達。 
 

（二）「動物個體量詞」的定義 
 

如果漢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比泰語還發達，為何會有學者認為漢語沒有動物個

體量詞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對動物個體量詞的定義不同：如「條」嚴格說來不

是動物個體量詞，因為它在動物範圍內只能量化長條形的動物，如蛇和魚；另一

方面，「條」主要的量化對象是細長而柔軟的無生物，如繩子、褲子。可見「條」

的語意特徵其實是長條形和柔軟性兩項，而不包含有生性；一些動物能被「條」

量化是因為它們的形狀，而不是因為它們是動物。因此，如果我們將動物個體量

詞定義為帶有有生性和非人類性的語意特徵，「條」就必須被排除在外。同樣的

道理，商代的個體量詞「丙」可能也不是動物個體量詞，因為 Chen（2006，引自

Huang 2013）的研究指出，該個體量詞的量化對象包含馬和車；考慮到這兩者都

 
5 商代是否存在個體量詞尚有爭議。一些較新的研究如戶內俊介（2024）認為，甲骨文中的所謂

個體量詞實為計量量詞或普通名詞，只有少數名詞如「人」可能已開始語法化的歷程，但還不足

以形成個體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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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通工具的功能，但車是無生物，「丙」的語意特徵應為「具有交通工具的功

能」，並不包含有生性。  
如果我們採取這樣較嚴格的動物個體量詞定義，漢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確

實會下降，但仍然比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多。再者，同樣的標準其實也會否定泰

語中量化皇家大象的迴響型量詞 tɕ'aːŋ的動物個體量詞身分，因為迴響型量詞其

實並沒有將名詞分類的功能（番秀英 2009），只是將量詞系統未分類的名詞複製

後填入量詞的句法位置，以協助數詞量化名詞而已。換言之，迴響型量詞量化的

名詞在泰語使用者的認知中其實屬於同一類別，即「未歸類名詞」，其成員並不

限於有生物，所以迴響型量詞不應分析為動物個體量詞。 
另外需注意的是，「動物個體量詞只能量化動物」的標準如果嚴格遵守，恐

怕會排除一些文獻中非常經典的動物個體量詞。如漢語「隻」和泰語 tua 都被描

述為通用動物個體量詞，但它們都可以量化一些無生物：「隻」可以量化成對物

品中的單一物件，如「一隻襪子」；6tua 可以量化被視為有身體形狀的物體，如

桌子、椅子、衣服、褲子、娃娃等（番秀英 2009）。為避免將這些代表性的動物

個體量詞排除出我們的研究範圍，我們必須引用原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的

概念：原型理論認為詞劃定的範疇並不是透過必要充分特徵定義的，而是透過原

型特徵定義的。原型是一個範疇的典型成員，一個物體只要跟原型享有部分原型

特徵，而不需共享所有原型特徵，就可以成為該範疇的成員。一個成員與原型享

有越多原型特徵，它就是該範疇越典型的成員（Kövecses 2006；番秀英 2009）。
因此，我們可以將動物個體量詞定義成「以有生性和非人類性為原型特徵的個體

量詞」，如此就能成功將「隻」和 tua 納入動物個體量詞的範圍，同時又能解釋它

們能量化一些無生物的事實：因為那些無生物相對於有生物，並不是「隻類」和

「tua 類」的典型成員。7 
綜上所述，不論是對動物個體量詞採取寬鬆還是嚴格的定義，漢語的動物個

體量詞數量跟分類細緻度都勝於泰語。因此，如果以動物個體量詞的有無來判斷

一個語言是否有原生的量詞系統，漢語獨立發展出量詞的可能性是勝過泰語的。 
 

（三）泰語動物個體量詞 tua 的起源 
 

 
6 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7501，瀏覽日期：2025 年 3 月 7 日。 
7 從歷時演變的角度來看，漢語量詞「頭」符合原型理論對動物個體量詞的描述：「頭」在兩漢

時期的量化範圍僅限於牛、羊等大型牲畜，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則大幅擴展，包含狗、豬等小型

家畜，熊、象、鹿、兔等各種尺寸的野生動物，雞、魚等鳥類和水生動物，成為通用於所有動物

的個體量詞。同一時期，「頭」也能量化無生物，如蠶繭、樹木，以及人類（王彤偉 2005）；其

中「頭」量化人類的用法到了唐代進一步鞏固（王彤偉 2005；黃從嘉等 2025）。以上的演化歷

程可以做以下分析：「頭」最早的量化範圍是大型牲畜，爾後以這一類別為原型，擴展其量化範

圍至非原型的其他動物；待動物這一類別成為「頭」穩定的量化對象後，又以該類別為原型，將

計算對象擴展至非原型的無生物和人類。 
  有趣的是，本文雖欲以原型理論保留「隻」做為動物個體量詞的身分，但「隻」在這一點上反

而有些爭議。這是因為有一派分析認為，做為量詞的「隻」一開始就有兩個：一個量化雞，一個

量化成對的玉器。爾後，這兩個量詞「隻」的量化範圍各自從原型擴展至非原型，但並沒有從動

物延伸至非動物的情況（王曉燕 2021）。關於量詞「隻」的數量的爭議，本文無意解決；但需要

強調的是，以上的替代理論並沒有否定本文認為「隻」是動物個體量詞的立場。這是因為，倘若

量化動物的「隻」跟量化成對物中單一物件的「隻」是不同的量詞，那後者就更不能用以挑戰前

者做為動物個體量詞的身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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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傣語支的語言中，通用的動物個體量詞是 tua，在原始傣語中可構擬為*tue，
是七個最古老的量詞之一（DeLancey 1986）。在現代泰語中的 tua，在語意範疇

上與官話中的「隻」十分類似，可以用於所有的動物名詞。然而，文獻中從未有

學者認為原始傣語*tue 可能借自古漢語的「隻」；但 Manomaivibool（1976）明確

主張*tue 借自古漢語的「頭」*d’u。根據 Morev（2000）的研究，原始傣語在公

元第一千年前半與漢語發生密集接觸，而原始傣語的個體量詞*phɛn 乃借自漢語

「片」，並無爭議（DeLancey 1986），可見原始傣語已有借自漢語的個體量詞，而

且泰語中數詞二到十都是借自漢語（Suthiwan & Tadmor 2009）。 
在討論原始傣語*tue 借自上古漢語「頭」在語音演變上的可行性之前，我們

先討論語意面上的正當性。在兩漢時期（202BC-220AD），「頭」作為個體量詞只

能計算牛羊類動物，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9AD）量化範圍擴大，成為有

生名詞的通用個體量詞，因此類似於現代泰語的 tua，能計算所有的動物（王彤

偉 2005）。事實上，雖然官話中的通用動物量詞已被「隻」取代，但在某些漢語

方言中，「頭」仍維持了這個地位。粵方言開建話中，表人的名詞使用通用量詞

「人」，例如，「一人人、兩人學生」，非人類生物使用「頭」，例如，「一頭魚、

一頭雞」等；而在粵方言賀州本地話中，「頭」的量化範圍也包括了表人的名詞，

例如，「一頭學生、一頭魚」（張慶文、鄧思穎 2014:734-745）。 
在語音上，原始傣語*tue 借自上古漢語「頭」則尚有爭議。DeLancey（1986）

指出，*tue 的語音形式本身並非明確：傣語支語言中北傣語分支（Northern Tai）
的資料構擬出的語源是濁音*d-開頭，中傣語分支（Central Tai）和西南傣語分支

（Southwestern Tai）構擬出的語源卻是清音*t-開頭。李方桂（2011 [1977]）將原

始傣語動物個體量詞構擬成*tueA1, 但也提到北傣語分支語言的聲調都是 A2，顯

示其語源應是*d-開頭。這顯示原始傣語動物個體量詞也可以構擬成*dueA2。 
在漢語中「頭」作為個體量詞首見於西漢（王彤偉 2005），屬上古漢語時期

（魏培泉 2000）。「頭」在上古漢語中和「豆」同音，而李方桂（2011）將上古漢

語「豆」構擬為*dug 去聲，所以上古漢語「頭」也應該是*dug。如果上古漢語

「頭」*dug 跟原始傣語*dueA2 都是*d-開頭，那後者來自前者的可能性便大增了。

至於「頭」*dug 的韻母*-ug 如何變成原始傣語*dueA2 的*-ue 乃至現代泰語 tua 的

-ua，丁邦新（2020）發現上古漢語的詞與原始傣語的詞有許多系統性的語音對

應，其中上古漢語*-g 韻尾對應到原始傣語中都會丟失，如「豆」在上古漢語中

是*dug，到原始傣語變成*thueB1/B2；「藕」上古漢語中是*ŋug，到原始傣語變成

*ŋəuC2 等。李方桂（2015 [1971]）也發現泰語常把上古漢語侯部（*-ug）字對應

為 ua，如「豆」泰語為 thua，「漏」泰語為 rua 等。8這些對應模式都支持上古漢

語「頭」*dug 變成原始傣語動物量詞*dueA2 乃至泰語動物量詞 tua 的可行性；可

能的演化歷程如下：*dug>*dueA2>*tueA1>tua。9 
以上討論可為亞太地區量詞系統起源的議題帶來重要啟發：如同 DeLancey 

（1986）所言，如果原始傣語中*tue/*due 這麼基本的個體量詞都來自漢語的話，

 
8 感謝洪惟仁教授提供此項文獻（個人通訊，2025/6/24）。 
9 以上關於原始傣語及漢語上古音詞源的討論，尤其是上古漢語「頭」*dug 至泰語 tua 的可能演

化歷程係得自與吳瑞文的個人通訊（2025/6/25），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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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語的量詞系統並非原生，而是借自漢語的可能性就更高了。10,11 
 

（四）個體量詞的量化範圍與演變 
 

在量詞系統的發展過程中，一個量詞的量化範圍可能會從它今天所劃定類別

的典型成員擴展到非典型成員，這種量化範圍的擴張是漢語量詞系統發展歷程的

整體規律（Erbaugh 1986）：在商周時期，個體量詞的數量很少，而且都是用於量

化特定的、具體的物體，而不是抽象類別的成員，如「枚」只能量化竹子。另外，

此時被個體量詞量化的往往是有高價值或重要性的物品，如馬、珠寶、弓箭、車

等等。隨後，量詞系統的量化範圍逐漸延伸至日常用品，單個個體量詞的量化範

圍也逐漸轉為更大、更抽象的類別的成員，如「枚」的量化對象從竹子到所有的

樹，到木製品，一直到六朝時成為無生物的通用個體量詞（Huang 2013）。Erbaugh 
（1986）調查漢語兒童習得量詞系統的過程，也觀察到類似的發展模式：兒童一

開始只會用專用個體量詞（specific sortal classifier）量化非常具體的東西，然後

逐漸用來量化成人用法中的原型，然後再擴展至非典型物體，如一開始只用「張」

量化圖畫紙，之後才逐漸擴大使用範圍至所有紙，乃至所有平面形的物體，如照

片。可見這種個體量詞從專用到通用，量化範圍從小到大的趨勢，應該有一些認

知上的基礎。 
然而，泰語量詞系統的發展卻呈現完全相反的方向：在 DeLancey（1986）構

擬的原始傣語個體量詞清單中，最古老的四個個體量詞都負責量化較大、較抽象

類別的成員，如*tue 量化有生物，*sen 量化細長物，*oŋ量化人類等等。隨著量

詞系統的發展，這些個體量詞再增添新的語意特徵，對名詞做出更細的劃分，如

泰語的人類個體量詞分裂為 khon 和ʔoŋ，前者是無標的人類個體量詞，後者則用

於社會地位高的人。這種從通用到專用，量化範圍從大到小的趨勢，似乎更符合

跨語言調查的結果：如第二節開頭所述，Adams & Conklin（1973）的調查顯示每

個量詞語言都會區分有生性，這包括一些最簡單的量詞系統，它們可能只有兩個

個體量詞，而這兩者便將名詞劃分成人類／非人類或生物／非生物，這些量化範

圍都是抽象的類別，而不是具體的物件。 

 
10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本文認為泰語的量詞系統借自漢語，但這並不代表泰語所有的量詞都來

自漢語。DeLancey（1986）構擬的原始傣語最古老的個體量詞中，沒有證據顯示*tue 以外的個體

量詞是從漢語借入的。因此，我們認為原始傣語對量詞系統的借用雖然包含一些借詞，但整體而

言是所謂的刺激擴散（stimulus diffusion；Weidert 1984），也就是先受到外界刺激而產生量詞這一

詞類，再使用原生的詞發展出個體量詞。傣語支中原生量詞的產生過程已超過本文的討論範圍，

因此我們並不細論，但一般認為量詞主要是從名詞演變而來，這點在漢語和泰語中並無差別，如

「頭」原本就是名詞，泰語則有一個個體量詞 hua 也是從表頭的名詞而來，但量化的對象則是圓

形的蔬菜或根莖類植物，如洋蔥、芋頭等（番秀英 2009）。 
11 原始傣語*tue/*due 來自漢語「頭」的分析，能從其他傣語支語言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獲得旁

證：寮語 to/tuə、壯語 tu、布依語 tu 都明顯和泰語 tua 有同源詞關係（番秀英 2009）。有趣的是，

番秀英提供的資料顯示，屬侗水語支的侗語和水語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分別為 tu 和 to，似乎也

和傣語支的動物個體量詞有同源關係，暗示侗台語系可能更早就從漢語借入「頭」了。不過，

Morev（2000）指出侗水語支的量詞結構語序是「數詞-量詞-名詞」，且沒有曾經轉換語序的跡象，

應該是一開始獲得量詞時就採用這個語序。這個語序相較於傣語支採用的「名詞-數詞-量詞」語

序在漢語中較晚出現，所以傣語支和侗水語支應是先後獨立從漢語借入量詞，只是剛好都借用

「頭」做為通用動物個體量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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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漢語和泰語會有如此不同的演化模式呢？我們認為這表面上的差異其

實可以統一成同一個發展模式，而該模式在漢語和泰語中的表現差異，正體現漢

語量詞系統的歷史長於泰語，因此應是先由漢語發展出量詞再傳給泰語。 
首先，基於前述的跨語言研究，我們認為一個量詞系統最原始的階段應該只

劃分較大、較抽象的類別，依據很少的語意特徵，如有生性、人類性及各種形狀

（DeLancey 1986）。之後，隨著量詞系統的發展，個體量詞的數量開始增加，其

所帶的語意特徵也因而增多，所劃分的名詞類別也會越來越細緻，如同我們在泰

語演化過程中觀察到的情況。這個個體量詞的誕生與細化的過程，可以視為量詞

系統發展的第一階段。12 
但是，透過這種增加語意特徵以細分類別的方式，恐怕很難得到商周時期那

種使用範圍非常狹窄的專用個體量詞。考慮到這個時期的個體量詞幾乎都是用於

量化有價物或重要的物品，我們認為這種非常專一的個體量詞應該是在量詞的句

法位置已經相對穩定之後，為了這些有價物而特別發明的。這麼做的動機可以從

專用個體量詞的語用功能窺知一二。根據 Erbaugh（1986）的研究，在現代漢語

的成人、兒童使用者，以及書面漢語的歷史紀錄中，專用個體量詞的使用場合呈

現高度重疊：它們基本上只會用於第一次提及的新事物、非定指名詞、不在眼前

的物體，如尚未製造出來、被儲存、被要求提供的物品，或是在歷史性或虛擬陳

述中的物件。這些情境的共通點是，收話者並不熟悉發話者指涉的對象，有錯誤

理解的可能，因此專用個體量詞有消歧意的功能。這在有價物和重要物品上特別

重要，尤其是在數量大的時候，收話者的錯誤理解可能會造成嚴重的損失；而個

體量詞的適用範圍越專一，越不容易造成誤解。我們認為商周時期極端的專用個

體量詞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如同 Erbaugh（1986）所述，專用個體量詞

在貿易、朝貢、庫存、訂購等場合特別重要，這些經濟活動涉及有價物，但這些

物品又往往不在收話者眼前，有誤解的可能。我們另外發現這些活動涉及長距離

的互動和社會分工，如貨物的製造和販售，這些通常是在較複雜的社會才會頻繁

發生。因此我們假設，極端的專用個體量詞只有在量詞語言使用族群進入複雜社

會時才會產生，這可以視為量詞系統發展第二階段的開端。 
第二階段產生的專用個體量詞，可能會在隨後逐漸擴展量化的範圍，形成與

第一階段相反的演化方向，也就是我們在漢語歷史中觀察到的現象。這樣不斷擴

展的可能結果，是產生如現代漢語「個」一樣極端的通用個體量詞：「個」在商

代跟「枚」一樣只能量化竹子（Erbaugh 1986），但到了現代，基本上可以量化所

有可數名詞（Her & Hsieh 2010），且在口語中出現於所有適用專用個體量詞的語

境以外的場合（Erbaugh 1986）。我們認為這種極端通用個體量詞是非常晚近的產

物，因為它並不對應任何認知上顯著的類別，也無法像專用個體量詞一樣協助消

歧意，因此應該是專用個體量詞經過很長時間的量化範圍擴展過程，最終才能產

生。我們可以將極端通用個體量詞的產生，定義為量詞系統發展第三階段的開始。 

 
12  嚴格說來，個體量詞的誕生可能並不是量詞系統發展的最初階段。基於計量量詞在語意功能

上的普遍性，它應該比個體量詞更早產生，並隨後演化成個體量詞（Greenberg 1990 [1972]；
DeLancey 1986）。考慮到句法層面上的計量量詞與測量名詞的差異（見註 1），我們認為更準確的

演化途徑應該是：一開始所有有數詞的語言都有測量名詞，這時還沒有量詞系統的存在。接著，

有些語言將測量名詞這種用於協助數詞量化的名詞語法化成獨立的詞類，即量詞，由此進入了量

詞系統發展的最初階段。接下來，這些語言的使用者，可能為了統一數詞量化可數與不可數名詞

時的句法結構，而發明個體量詞，這便進入了我們這邊所說的個體量詞發展的第一階段。 



10 
 

這裡，我們的理論遇到了一個問題：在第二階段，新產生的專用個體量詞理

應和第一階段產生並細化的通用個體量詞共存；但我們在漢語歷史上，卻只能觀

察到由專用向通用的單向演化趨勢（Erbaugh 1986）。為解釋這個現象，我們認為

重要的關鍵是：如同第一節所述，個體量詞具有語意冗餘性，所以省略它並不影

響語意（Her 2012）。基於這個事實，我們認為在早期漢語文獻中觀察不到通用個

體量詞，可能有兩種原因： 
第一，早期漢語文獻為節省書寫材料，省略必要性較低的通用個體量詞，只

保留有消歧意功能的專用個體量詞。考慮到現存的商周時期文獻以甲骨文和金文

為主，書寫較為不便，這是很合理的做法。待書寫技術較為進步後，人們才逐漸

將通用個體量詞也寫入文本，和新誕生的個體量詞一同促成漢語個體量詞數量的

增加（李艷芝、吳義誠 2018）。 
第二，早期漢語的量詞語法化程度較低，可能在口語裡通用個體量詞就經常

省略。Her & Li（2023）的研究指出類似的現象：北方漢語比起南方漢語更傾向

省略個體量詞，如台灣華語通常不允許省略個體量詞，但北京華語很常省略，並

將其歸因於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族以北方為中心的統治導致的「阿爾泰化」

（Altaicization），使北方漢語的量詞系統退化。可以推測，在漢語的量詞系統發

展初期，個體量詞還不是語法系統穩定的一部份，因此在沒有消歧意需求的語境

中，人們可能傾向直接省略個體量詞，而不是使用通用個體量詞，反映在書面語

中便是看不到通用個體量詞的情況。等漢語的量詞系統發展更成熟，個體量詞的

使用更穩固、更具有強制性時（Her 2017），它們在書面語中的數量才上升。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假設，漢語在原始漢語（Proto-Sinitic）時期處於第一階

段，開始使用量化範圍較大的通用個體量詞，並逐漸細化其分類，類似原始傣語

的情況（DeLancey 1986）。到了開始使用書面語的上古漢語（Archaic Chinese；
魏培泉 2000），漢語開始進入第二階段，產生許多專用個體量詞，並逐漸擴大其

量化範圍。最後，漢語在唐宋時期鞏固了「個」的通用個體量詞地位（Huang 2013），
從此進入第三階段。 

另一方面，泰語在原始傣語時期也進入了第一階段。接著，泰語的書面語歷

史從素可泰王朝時期（Sukhothai Dynasty，1257-1377）開始，期間整體的量詞演

變趨勢似乎是從專用到通用，如 sen 原本只能量化毛髮，saːi原本只能量化帶子、

絲線、念珠等長條物，到如今都成為量化柔軟長條物的通用個體量詞（番秀英 
2009）。因此，可以確定泰語至少進入了第二階段。13不過泰語似乎沒有如「個」

一樣的極端通用個體量詞，較接近的是ʔan，它在原始傣語時期和素可泰時期是

無生物通用個體量詞，但在現代的量化範圍有所縮小（DeLancey 1986；番秀英 
2009）。由此可見，泰語尚未進入第三階段。 

基於漢泰二語經歷的量詞系統演變階段數的不同，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漢語

的量詞系統比泰語還早產生，經歷比泰語還久的發展時間，因此足以產生極端的

通用個體量詞。因此，漢語的量詞系統應該是原生的，而非借自泰語。另一方面，

原始傣語中即存在來自漢語的個體量詞*phɛn「片」和*tue/*due「頭」，但並無文

獻宣稱任何漢語的個體量詞是來自傣語。 
 

三、動物個體量詞：漢泰的周邊語言 
 

13  漢語和泰語的書面語歷史，都呈現個體量詞由專用至通用的趨勢，因此文字的發明可能是第

二階段開始的標記，也恰好對應社會的複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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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比較漢語和泰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與功能，我們也可以觀察歷史

上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而產生量詞系統的語言，藉由它們的動物個體量詞使用

情形，以強化漢語族更早擁有量詞的假說。如果漢語族確實比傣語支更早產生量

詞，它應該有更長時間發展複雜的動物個體量詞系統，也更有機會影響周邊的語

言，使它們也更可能有相對豐富細緻的動物個體量詞。 
為了進行這項比較，我們必須先辨識哪些語言是受了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而

產生量詞的。這部分主要參考 Her & Li（2023）對於亞太地區各語言族群量詞來

源的研究，其中日琉語系（Japonic）和韓語的量詞系統來自漢語族，南島語系則

是在傣語支的影響下產生量詞，苗瑤語系主要是受傣語支影響產生量詞，南亞語

系中的不同量詞語言則分別有不同的量詞來源，其中高棉語（Khmer，或稱柬埔

寨語 Cambodian）的量詞系統來自傣語支，越南語的量詞系統則深受漢語族影響。

另一方面，SMATTI 中的藏緬語族和印度-雅利安語支則有非常複雜的量詞來源：

藏緬語族在地理上被量詞發達的語言族群包圍，漢語族、侗台語系、印度-雅利安

語支和南亞語系都可能對其造成影響（Her et al. 2019）；印度-雅利安語支的量詞

系統則可能來自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Assam state）周邊的藏緬語族及南亞語系

語言，或是屬傣語支的阿洪姆語（Ahom）。主要分布在印度次大陸南部的達羅毗

荼語系（Dravidian），其量詞系統則來自與印度-雅利安語支的接觸。 
最後，Her & Li（2023）也猜測分布在亞洲內陸的阿爾泰語言（Altaic）沒有

原生的量詞系統，其量詞都是出於語言接觸，因為該群體 14中量詞語言非常少見

且分布很分散；但他們沒有討論阿爾泰語言量詞系統的來源。對此，我們參考陳

甚安等（2024）對阿爾泰量詞語言來源的研究：阿爾泰語言包含突厥語系

（Turkic）、蒙古語系（Mongolic）和滿-通古斯語系（Manchu-Tungus），15其中突

厥語系大部分量詞語言受波斯語（Persian）16影響，僅有撒拉語（Salar）和西部

裕固語（West Yugur）是純粹受漢語影響而產生量詞系統；蒙古語系和滿-通古斯

語系則都是受漢語影響而發展出量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就現階段我們能執行的初步研究而言，可行的研究方法

應該是，從能確定量詞來源是漢語族或傣語支的語言族群，選出代表性的語言，

再深入討論並比較其動物個體量詞的使用情形。符合這個條件的語言族群，其量

詞系統的主要來源，以及我們所選擇的代表語言如表（一）所示，這些語言都是

所屬語言族群中較優勢或量詞系統較發達（陳甚安等 2024）的成員。表一以外

的亞太地區語言族群，其量詞系統來源複雜，甚至可能同時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

響，難以協助判斷哪一方的量詞系統更早產生，我們因此將其排除出本節討論範

圍。 
 

表一 受漢語族／傣語支影響的量詞語言 
語言族群 量詞來源 代表語言 
日琉語系 漢語族 日語 
韓語 漢語族 韓語 

 
14 阿爾泰語言是否構成一個有親緣關係的語系（language family）尚有爭議（陳甚安等 2024）。 
15 日語和韓語是否屬阿爾泰語言尚有爭議（陳甚安等 2024），且如正文所述，其量詞系統的來源

已確定是漢語族，因此沒有重複討論的必要。 
16 波斯語本身的量詞系統來源尚不清楚，可能是印度-雅利安語支（陳甚安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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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語系 漢語族 撒拉語 
蒙古語系 漢語族 東鄉語 

滿-通古斯語系 漢語族 滿語 

南亞語系 
漢語族 越南語 
傣語支 高棉語 

苗瑤語系 傣語支 果雄語 
南島語系 傣語支 印尼語 

 
以下各小節分別討論這九個語言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和量化範圍，以證明受

漢語族影響的量詞語言，其動物個體量詞的數量是大於受傣語支影響的語言。 
 

（一）日語 
 

日語作為日本的通用語，是日琉語系中最優勢的語言。日語和漢語有悠久的

接觸史，後者系統性的影響可上溯至公元 400 年左右，日語書面語系統也是於奈

良時代（710-794）由漢字改造而來（Shibatani 1990）。直到如今，日語的詞彙和

語法系統仍深受漢語影響，包含其數詞與量詞系統（Janhunen 2000）。因此，日

語可說是在漢語族對日琉語系量詞系統的影響上，最具代表性的語言。 
日語的動物個體量詞發達，根據王維（2015）的研究，日語有多達六個個體

量詞能量化動物：「匹（hiki）、頭（tou）、羽（wa）、尾（bi）、喉（kon）、杯（hai）」。
不過，「杯」的量化對象主要是魷魚跟船，這應該是以形狀而非有生性為分類標

準，因此我們將「杯」排除出動物個體量詞的範圍。剩餘的五個動物個體量詞中，

「匹」是通用動物個體量詞，對應漢語的「隻」，雖然其量化範圍隨使用者不同

而稍有變動，如有些使用者不使用「匹」量化鳥類；「頭」用於大型動物，這用

法和漢語相同；「羽」則用於鳥類、兔子、17昆蟲等被認為有翅膀的動物 18；以上

三個是日語中常用的動物個體量詞（Downing 1984）。最後兩個動物個體量詞：

「尾」只用於量化蝦子，「喉」只用於量化魚（王維 2015），屬於極端的專用個

體量詞。 
從這些個體量詞的使用情況來看，日語的動物個體量詞和漢語的情形（見第

二節（一））相似，不僅數量相對較多，其細分程度也很接近：兩個語言都有通

用動物個體量詞（漢語「隻」，日語「匹」）和專用動物個體量詞（漢語「尾」，

日語「尾、喉」），以及量化範圍居中的個體量詞；其中漢語和日語都使用「頭」

量化大型動物，日語以「羽」量化有翅膀的動物則類似漢語以「條」量化長條形

動物，是以動物的身體部位或部分特徵為分類標準。不過漢語還另外用動物的社

會功能作為分類標準，即「匹」量化交通工具用動物的情況，這是日語動物個體

量詞沒有的情形。綜合以上漢日二語的比較，我們得出日語的動物個體量詞發達

程度和漢語相近的結論。 
 

（二）韓語 

 
17 關於日語以「羽」量化兔子的原因，一種解釋是兔耳跟翅膀形狀相似（飯田朝子 2006）。 
18「羽」在日語中是翅膀的意思。見《goo 辞書》，網址：

https://dictionary.goo.ne.jp/word/%E7%BE%BD_%28%E3%81%AF%29/，瀏覽日期：2025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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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語在上古韓語時期（Old Korean，史前時期-11 世紀）的語料極端匱乏，但

這時期留下的語料是用漢字表記的，可見漢語的影響已然存在（Chang 1996；朴

正九 2025）。韓語有三個動物個體量詞：mali 是通用動物個體量詞，phil 和 twu
用於量化牛和馬，其中 phil 和韓語原生數詞共現，twu 則和借自漢語的數詞共現

（Martin 1992）。和漢語與日語相比，韓語的動物個體量詞較少；但和本節後面

只有一個動物個體量詞的語言相比，韓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仍相對豐富，在功能上

也有通用與專用的區分，其動物個體量詞系統的發達程度約和泰語相當（見第二

節（一））。 
 

（三）撒拉語 
 

如第三節開頭所述，突厥語系中只有撒拉語和西部裕固語是主要透過漢語獲

得量詞，其中前者的個體量詞數量略多於後者（陳甚安等 2024），因此我們以撒

拉語作為突厥語系的代表語言。 
撒拉語分布於中國西北地區青海、甘肅等地，其使用者撒拉族於元代從中亞

遷至中國（馬偉 2008），因此撒拉語和如今中亞大部分語言一樣屬於突厥語系。

但撒拉語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漢語族分布區，因此其量詞系統主要來自與漢語

族的接觸（陳甚安等 2024）。林連雲（1985）所列出的撒拉語個體量詞中，只有

baʃ 一詞用於量化牲畜，可見撒拉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並不發達。不過陳甚安等

（2024）發現突厥語系量詞語言都有語音形式相似的牲畜個體量詞，其字面語意

為「頭」，跟漢語以「頭」做大型動物個體量詞的用法相同。他們因此推測突厥

民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居住區域鄰近中國，當時漢語的量詞系統已非常成熟（李

艷芝、吳義誠 2018），古突厥語可能在此時從漢語引入量詞，甚至以自身表「頭」

的名詞取代直接借自漢語的牲畜個體量詞，顯示量詞系統在當時已是古突厥語語

法系統較穩定的一部份。由此可見，雖然撒拉語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並不多，但

卻反映了來自漢語的長期影響，間接證實漢語量詞系統的長久歷史。 
 

（四）東鄉語 
 

根據陳甚安等（2024）的研究，蒙古語系中有三個量詞語言：達斡爾語（Daur）、
土族語（Monguor）和東鄉語（Dongxiang 或 Santa）。其中達斡爾語的量詞系統

同時受漢語和滿語影響，按本節的標準無法作為代表性語言；土族語的量詞系統

則非常貧弱，只有明顯來自漢語的 ge、tiao 兩個個體量詞（陳甚安等 2024）。因

此，我們認為東鄉語最能代表漢語在量詞系統方面對蒙古語系造成的影響。 
東鄉語主要分布於甘肅。東鄉族在元朝時由蒙古人、中亞人和漢人交流形成

（Janhunen 2003），因此東鄉語屬於蒙古語系，但其量詞來自漢語（陳甚安等 
2024）。雖然東鄉語有很多原生的個體量詞，以及將原本不是量詞的漢語借詞語

法化成個體量詞的例子，顯示東鄉語的量詞系統相對穩定而成熟，但我們在文獻

中並沒有找到東鄉語使用動物個體量詞的描述（布和 1985；Lefort 2017）。這顯

示東鄉語的量詞系統在這方面並不發達。 
 

（五）滿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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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通古斯語系有三個量詞語言：滿語、鄂溫克語（Evenki）及錫伯語（Xibe）

（陳甚安等 2024）。其中鄂溫克語和錫伯語主要分佈於中國東北地區（胡增益 
1986；李樹蘭、仲謙 1986），比起漢語，它們的量詞系統受到滿語的影響更大（陳

甚安等 2024），因此不適合代表漢語對滿-通古斯語系量詞系統的影響。反之，滿

語與漢語有長久的互動歷史：滿族的前身女真族消滅北宋，建立金朝，與北方漢

人大規模接觸（陳昭揚 2014），到了清代更是統治中國近三百年，使滿語深受漢

語影響（劉景憲等 1997），因此滿語自然成為漢語對滿-通古斯語系量詞影響的

代表語言。 
滿語確實有著非常發達的量詞系統，不僅數量相對於同語系的鄂溫克語和錫

伯語明顯勝出，其個體量詞也基本上都是原生詞，顯示量詞詞類已經完整融入滿

語的語法系統，使其能獨力創造量詞，而非單純借用（陳甚安等 2024）。然而，

滿語的動物個體量詞卻十分稀少，文獻中只有量化牲畜的 uju 一詞，其字面語意

為「頭」，和突厥語系語言的牲畜個體量詞一同印證漢語的影響（見本節（三））。 
 

（六）越南語 
 

越南語屬於南亞語系底下的越語支（Vietic），這個語言族群起源於越南北部

的紅河三角洲，這裡在漢代、東晉和唐代曾經歷大規模的漢語使用者移民，對越

南語造成深刻的影響。原始越語（Proto-Vietic）的構擬不存在個體量詞，學者推

斷，越語支的個體量詞應該是更晚才在漢語的影響下產生的（Alves 2020）。 
越南語只有一個通用動物個體量詞 con，不過蜜蜂、螞蟻等小昆蟲可以使用

通用無生物個體量詞 cái 量化。另一方面，con 也可以量化一些無生物，如刀、

路、船等，甚至是一些人類名詞，如賭徒、商人等（Hoa 1957）。可見越南語的動

物個體量詞雖不發達，但有類似漢語「隻」和泰語 tua 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能

量化一些不屬於動物範疇的名詞（見第二節（二））。 
 

（七）高棉語 
 

高棉語民族和泰語民族在地理上十分接近，在歷史上也經歷長達數世紀的政

治文化交流，使高棉語深受泰語影響。高棉語跟泰語的量詞共享許多特徵，如其

語序都是「名詞-數詞-量詞」；如果納入更多名詞性詞組內的詞類，如「這、那」

等指示詞（demonstrative）和形容詞，兩個語言的語序仍然相同，為「名詞-形容

詞-數詞-量詞-指示詞」。另一方面，泰語的量詞系統明顯比高棉語更成熟穩定，

這體現在泰語的量詞在數詞出現的場合是必要的，但高棉語的個體量詞數量很

少，因此大部分可數名詞沒有可用的個體量詞，因而可以直接被數詞量化；即使

是那些有個體量詞的可數名詞，在非正式口語中往往也會省略個體量詞（Huffman 
1973）。Huffman（1973）從共時性（synchronic）的角度對比，發現沒有文獻報告

任何現代傣語支語言缺乏個體量詞，但有些孟-高棉語族（Mon-Khmer，高棉語和

越南語屬之）語言被確認沒有個體量詞，另一些孟-高棉語的量詞系統則跟高棉

語一樣貧弱。從歷時性（diachronic）的角度來看，泰語從其書面語歷史的起點—
—素可泰王朝時期（見第二節（四））至今，量詞的語序一直是「名詞-數詞-量詞」，

但高棉語在上古和中古高棉語（Old and Middle Khmer）時期存在兩個量詞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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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數詞-量詞」用於人類名詞，「名詞-量詞-數詞」則用於其他名詞，一直到

十八世紀才在泰語的影響下變成穩定的「名詞-數詞-量詞」語序。綜上所述，

Huffman（1973）判斷高棉語的量詞系統是受到泰語的影響而產生的。 
動物個體量詞的部分，高棉語在這方面並不發達，只有一個通用動物個體量

詞 kbaːl，能量化大部分動物，同時也能量化書本（Haiman 2011），這點和漢語、

泰語和越南語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相似（見本節（六））。 
 

（八）果雄語 
 

苗瑤語系語言主要分布於中國南部和寮國、越南北部的山區（Her & Li 
2023）。步連增（2011a）指出在量詞系統方面，侗台語系、苗瑤語系、藏緬語族

依序形成一個同心圓結構，越往外量詞系統越貧弱；Her & Li（2023）因此判斷

苗瑤語系的量詞主要是受侗台語系影響而來。關於苗瑤語系的代表語言，我們參

考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量詞語言資料庫「世界量詞語言地圖」（World Atlas of 
Classifier Languages，WACL；Her et al. 2022），其中我們能找到文獻的苗瑤語系

量詞語言中，使用人數最多的是屬於苗語族（Hmongic）的湘西苗語西部次方言

（Western Xiangxi Miao），因此我們以它為侗台語系對苗瑤語系量詞系統之影響

的代表語言。 
苗語族傳統上被分為三個分支：湘西苗語、黔東苗語、川黔滇苗語，湘西苗

語再分為東部、西部兩個次方言（王輔世 1985；Sposato 2015）。但根據楊再彪

（2004，引自 Sposato 2015）的研究，湘西苗語西部次方言各變體可以互通，但

跟東部次方言各變體不能互通；因此，Sposato（2015）將湘西苗語西部次方言視

為一個獨立的語言，稱為果雄語（Xong）。19 
果雄語的量詞系統相對發達，但卻只有一個能量化動物的個體量詞 ngonl，

用於量化所有動物。不過嚴格來說，ngonl 應該分析為有生物個體量詞而非動物

個體量詞，因為它也可以量化人類（Sposato 2015）。因此，我們的分析是，果雄

語的動物個體量詞系統並不發達。 
 

（九）印尼語 
 

南島語系的源頭——原始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在現今中國南方與侗

台語系語言有過密集接觸，從其獲得了許多語言特徵（Thurgood 1994），包含來

自傣語支的量詞系統（Conklin 1981）。印尼語是南島語系量詞語言中最優勢的語

言，因為它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國——印尼的通用語，有超過兩億使用者。20然而，

印尼語的動物個體量詞並不豐富，只有 ekor 一個通用動物個體量詞（Sneddon 
1996）。因此，我們判斷印尼語在動物個體量詞方面並不發達。 

 
 

19 Sposato（2015）指出，文獻中常將湘西苗語西部次方言稱作果雄語（Qo-Xiong），但這嚴格說

來是不準確的，因為該詞在湘西苗語西部次方言中用來指苗語使用者，而該語言只用 Xong 自稱。

為求行文流暢及便於讀者理解，本文使用文獻常用名稱中最簡短的「果雄語」稱呼該語言，並在

此說明相關細節以供讀者參考。 
20 見 Wikipedia，網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and_dependencies_by_population，瀏覽日期：2025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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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節結論 
 

基於以上九個小節的討論，我們將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而產生量詞系統的

語言，其動物個體量詞的數量整理成表二。 
 

表二 受漢語族與傣語支影響之量詞語言的動物個體量詞數量 
語言族群 量詞來源 代表語言 動物個體量詞數量 
日琉語系 漢語族 日語 5 
韓語 漢語族 韓語 3 

突厥語系 漢語族 撒拉語 1 
蒙古語系 漢語族 東鄉語 0 

滿-通古斯語系 漢語族 滿語 1 

南亞語系 
漢語族 越南語 1 
傣語支 高棉語 1 

苗瑤語系 傣語支 果雄語 0 
南島語系 傣語支 印尼語 1 

 
從表二可以看出，受漢語族影響的量詞語言，其動物個體量詞數量（平均 1.8

個）顯著多於受傣語支影響的量詞語言（平均 0.7 個），平均數量多了將近三倍。

另外，從我們前面的討論來看，來自漢語族的量詞系統，其動物個體量詞的功能

也分化得更細緻：日語有通用、中等、專用三種量化範圍的動物個體量詞，韓語

則有通用和專用動物個體量詞，後者還根據數詞種類有所分化。反之，來自傣語

支的量詞系統往往只有一個通用動物個體量詞。21基於這些差異，我們可以合理

推測，漢語族比傣語支更早產生量詞系統，有更多時間能發展其動物個體量詞，

並傳遞給鄰近的語言，而那些語言也有更多時間能發展細緻的動物個體量詞系

統，22這間接支持亞太地區量詞以漢語族為單一起源的假說。 

 
21  但是這些通用動物個體量詞也暗示，這些來自傣語支的量詞系統可能是受外在刺激後，在各

自的語言中使用原生的詞發展而來的，也就是註 10 提到的刺激擴散；這使這些語言保留在量詞

系統發展的早期階段，會出現的通用動物個體量詞（見第二節）。另一方面，受漢語影響但只有

一個動物個體量詞的撒拉語和滿語，它們的動物個體量詞只能量化牲畜，這意味著這些牲畜個體

量詞可能不是透過量詞系統發展的第一階段——通用個體量詞的分裂形成（見第二節（四）），否

則我們應該會看到其他量化非牲畜動物的個體量詞，是和牲畜個體量詞一同從更早的通用動物

個體量詞分裂而來。相反地，撒拉語和滿語的牲畜個體量詞更可能是直接借用漢語的牲畜個體量

詞「頭」，然後再以各自的原生名詞「頭」取代，這意味著這兩個語言的量詞系統並沒有在自身

內部經歷完整的發展過程，其量詞系統的原生性更弱。 
22 從受漢語族影響的量詞語言，其動物個體量詞更多、分工更細緻的事實，推測這些量詞語言獲

得量詞系統的時間更長，因而能發展更細緻的動物個體量詞系統，這樣的推論存在一個可能的挑

戰：受漢語族影響的量詞語言可能只是借入更多動物個體量詞而已，不代表它們獲得量詞系統的

時間更長。針對這個可能性，我們在此以受漢語族影響的量詞語言中，動物個體量詞數量較多的

日語和韓語為例討論。 
  日語的五個動物個體量詞「匹、頭、羽、尾、喉」中，除了「頭」的語音形式和量化範圍都跟

漢語「頭」相同，可以視為直接借用外，其他的動物個體量詞都跟漢語量詞有重大差異：日語「匹、

尾」雖然和漢語「匹、尾」語音形式相似，但量化對象不同，日語「匹」是通用動物個體量詞，

漢語「匹」則非常專用，只能量化交通工具用動物；日語「尾」只能量化蝦子，漢語「尾」只能

量化魚，其量化範圍沒有重疊。日語「羽、喉」則完全是日語原生的個體量詞，漢語中並不存在

語音或語意相似的個體量詞。以上四個量詞「匹、羽、尾、喉」都應分析為日語的原生個體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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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傣語支的數詞與量詞 

 
以上兩節的討論可確認漢語族的動物個體量詞比傣語支發達，因此支持亞太

地區量詞系統漢語起源說。本節將討論一項更關鍵的證據：Her & Li（2023）提

及傣語支中的數詞大部分來自漢語，本節在此基礎上詳細追究傣語支的量詞來

源，論證量詞的傳遞方向也應是從漢語傳至傣語，因為量詞系統與數詞在功能上

有密不可分的連結。 
Her（2012）指出，量詞和數詞在認知上存在乘法關係，因為乘法的數學意

義是「數量的量化」（Stampe 1976）：以某個數量為單位，稱為被乘數

（multiplicand），隨後計算這個單位的數量，亦即乘數（multiplier）。這兩者在語

言中的對應即是量詞和數詞，因為量詞提供了計數單位，可能是一個特定的數量、

不特定的數量、甚至是無法表達為整數的量值；數詞則表達該單位的數量，兩者

共同形成一個詞組以量化名詞。因此，量詞可依其作為被乘數的值（value）而加

以精準地分出次類（何萬順、林昆翰 2015），如表三。 
 

表三 量詞的分類 
次類 值 舉例 

個體量詞 1 固定數值 1（例如，個、隻、條、本、朵、頂） 

計量量詞 ¬1 
 

M1. 固定數值 n, n>1 （例如，雙 n=2、打 n=12） 
M2. 非固定數值 n, n>1（例如，排、組、群、幫） 
M3. 固定非數值（例如，斤、升、碼、分鐘、元） 
M4. 非固定非數值（例如，滴、節、份、杯、盤） 

 
量詞的「值」若是數值 1，則是個體量詞，否則就是計量量詞。計量量詞又

可再細分成四個次類。固定數值者為 M1，如「一打玫瑰」為 12 朵；非固定數值

者為 M2，如「一排汽車」至少是兩三輛。若是固定的重量、長度、時間、金錢

等非數值，為 M3，如「一斤米」是固定重量的米；而非固定的非數值是 M4，如

「一節甘蔗」是某種長度的甘蔗，可長可短。 

 
而非單純的借詞，因為它們都已被賦予新的功能。由此可見，日語從漢語借入量詞系統後，應當

經歷了足夠長的時間，讓它能獨立發展出許多新的動物個體量詞。 
  另一方面，韓語則有三個動物個體量詞「phil、twu、mali」。其中 mali 從語音形式便能判斷是

原生個體量詞，phil 和 twu 則很可能分別來自漢語的「匹、頭」，但兩者都負責計算牛馬（Shen 
& Her 2024），和漢語的對應量詞不同：漢語「匹」只用於計算馬、驢等交通工具用動物，不能計

算牛；漢語「頭」在現代不能計算馬，在魏晉南北朝則可以計算所有有生物，但「頭」在漢語歷

史上沒有只計算牛馬的時期。因此，phil 和 twu 也應分析成韓語的原生個體量詞，而非單純的借

詞。由此觀之，韓語跟日語的情形類似，它們很早就從漢語借入量詞系統，因而有足夠長的時間

能獨立發展多個原生的動物個體量詞。 
  相對於受漢語族影響的日語和韓語，受傣語支影響的高棉語和印尼語，都只有一個通用動物個

體量詞。雖然其語音結構 kbaːl和 ekor 跟原始傣語的*tue/*due 差異甚大，也可以視為原生個體量

詞，但從其量化範圍和原始傣語的語源相同來看，高棉語和印尼語都僅僅是借入了動物個體量詞

的詞類，但它們的動物個體量詞系統仍維持在最早期的階段，沒有進一步的發展。這個現象的一

個可能原因，便是這兩個語言從接觸傣語支並借入量詞系統至今，所經歷的時間相對於日韓語並

不長，因而沒有足夠的發展時間能產生更細緻的動物個體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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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量詞可以視為數詞系統的延伸（Au Yeung 2005）。Her（2012）因此

預測，如果一個語言有量詞，代表該語言已將乘法的概念語法化，那乘法概念在

語法系統中更典型的體現——乘法數詞（multiplicative numeral）23也應該存在於

該語言中。這點由 Her et al.（2019）成功驗證：在 Comrie（2013）的世界語言調

查中，有 87.8%（172/196）的語言有乘法數詞，但 Her et al.（2019）調查的 219
個 SMATTI 量詞語言（見第一節）全部都有乘法數詞，顯示量詞和乘法數詞的存

在有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簡而言之，量詞系統的存在依賴乘法數詞的存在。 
量詞與乘法數詞的緊密關係也可以從一項語序間的相關性得出：Greenberg

（1990 [1978]）發現自然語言的位數詞（numeral base）24相對於乘數詞的語序傾

向和量詞相對於數詞的語序相同，稱為和諧律（harmonization）。例如漢語是位數

詞與量詞都置後的語言，如例(2)所示，而屬尼日-剛果語系（Niger-Congo）的伊

比比奧語（Ibibio）則是位數詞與量詞都置前的語言，如例(3)所示，這兩個語言

都合乎和諧律。 
 
(2) 漢語 

a. 乘法數詞（位數詞置後） 
 「三百」 

b. 數詞-量詞詞組（量詞置後） 
  「三個」 
 

(3) 伊比比奧語（Ibibio） 
a. 乘法數詞（位數詞置前；Her 2017） 

 ikie ita 
 百  三 
「三百」 

b. 數詞-量詞詞組（量詞置前；Greenberg 1990 [1972]） 
 ákpɔ́ ífíà  kèèt 

  根  一  木柴 
  「一根木柴」 
 
Her et al.（2019）在 SMATTI 中驗證了這項和諧律，其研究中 97.3%（213/219）

的 SMATTI 量詞語言都遵守和諧律。Allassonnière-Tang & Her（2020）更是在全

世界範圍調查了 400 個語言，其中量詞語言遵守和諧律的比例高達 99.1%
（108/109）。可見和諧律確實是量詞語言嚴格遵守的規律，同時也意味著量詞系

統對乘法數詞的依存：一個沒有乘法數詞的語言是無法發展量詞系統而不違反和

諧律的（Her & Li 2023）。 
以上研究清楚顯示量詞系統與數詞系統的緊密關聯。這關係產生的一個效應

是：如果語言 A 借用了量詞語言 B 的數詞，往往也會借用 B 的量詞；反之，如

果量詞語言 A 借用了非量詞語言 B 的數詞，在使用時往往不會使用量詞；但文

獻中並未有任何案例是語言 A 借用了語言 B 的數詞，而語言 B 反向借用了語言

A 的量詞（Dékány 2025）。25例如第三節（四）提過的土族語，原本沒有量詞，

 
23 如「三百（3×100）」、two thousand（2×1000）等表達乘法關係的數詞。 
24 乘法數詞中表達被乘數的詞，如「十、百、千」、hundred、thousand、million 等。 
25 類似的現象應該也存在於數詞系統內：因為乘數詞-位數詞的語意關係和數詞-量詞的語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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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使用原生數詞時不使用量詞，如下面(4a)所示；但它在歷史上從漢語借入了

數詞與量詞，因此使用借自漢語的量詞時，也必須使用借自漢語的數詞，如(4b)
所示。另一個例子是屬馬雅語系（Mayan）的量詞語言喬爾語（Chol），它的原生

數詞必須搭配量詞使用，如(5a)所示；但它也從西班牙語借入數詞，而這些數詞

是不能搭配原生量詞使用的，如(5b)所示。 
 
(4) 土族語（Monguor）（陳甚安等 2024） 

a. xulunə  nəge 
 葫蘆  一 
 「一個葫蘆」 

b. liang=ge kong 
  兩=個  人 
  「兩個人」 
 

(5) 喬爾語（Chol）（Scontras 2022） 
a. cha‘-p’ej tyumuty 
 二-量詞  蛋 
「兩顆蛋」 

b. nuebe  tyumuty 
  二   蛋 
 「兩顆蛋」 
 

因為數詞與量詞在詞彙借用的過程中經常是「成套」的、不可分割的整體，

我們可以透過漢語族與傣語支間數詞的借用方向，推測量詞的借用方向。傣語支

語言的數詞從 2 到 99 都是從漢語借入（Suthiwan & Tadmor 2009；Alves 2020）；
在這個歷史事實下，說傣語支語言反而輸出量詞到漢語，這是極不可能發生的事。

Morev（2000）提出了一個更合理的可能性：原始傣語約在兩千年前從侗台語系

其他語言獨立出來，接著在公元第一千年前半與漢語發生密集接觸，輸入很多漢

傣同源詞，包含數詞。當時，漢語主要的量詞語序是和現代泰語相同的「名詞-數
詞-量詞」，因此可以合理假設，原始傣語便是在這時引進了漢語的量詞以及該語

序，並在逐步發展自己的量詞系統時保持這個語序。26 
 

都是乘法關係，兩者還遵守和諧律，可以合理假設兩者相同的語意關係也反映在句法層面，形成

相似甚至相同的句法關係。若是如此，同一個數詞量化結構內的數詞與量詞，必須來自同一語言

的語法限制，應該也會在同一個乘法數詞裡的乘數詞和位數詞上成立。因此，在華語中說「三百」

或是說 three hundred 的接受度都很高，但「*三 hundred」跟「*three 百」的接受度就非常低。 
26 準確來說，Morev（2000）認為只有傣語支的西南傣語分支在公元第一千年前半從漢語輸入量

詞和「名詞-數詞-量詞」語序，北傣語分支則更晚才和同屬侗台語系的侗水語支和仡央語支從漢

語輸入量詞，當時漢語已經轉用現代的「數詞-量詞-名詞」語序，因此這些語言族群都採用這個

語序。換言之，Morev 認為原始傣語並沒有量詞，西南傣語和北傣語分支是在不同時期獲得量詞

的。然而，DeLancey（1986）成功構擬出原始傣語的量詞，因此可能性更高的情況是：原始傣語

獨立後確實從漢語獲得量詞和「名詞-數詞-量詞」語序，然後傳承給其後代語言；但因為北傣語

分支離中國較近，可能之後又受漢語近期的「數詞-量詞-名詞」語序影響而改變語序；又或者北

傣語分支獨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靠近中國的傣語支語言受漢語更近期的語言特徵影響，包含

「數詞-量詞-名詞」語序。Morev 指出侗水語支和仡央語支的量詞語序非常穩定，並沒有曾經轉

換語序的證據，所以應該是一開始獲得量詞時就使用現今的語序；但他並沒有對北傣語分支的量

詞語序穩定性提供任何描述，因此我們這邊建構的理論是有可能成立的。Morev 另外說中傣語分

支同時存在兩種量詞語序，可見它正處於從原始傣語語序轉向現代漢語語序的過程，這也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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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語 

 
本文討論了兩項關於亞太地區量詞系統起源的證據。第一，和許多支持傣語

支起源之學者的宣稱不同，漢語不僅存在動物個體量詞，其數量跟分類的細緻程

度還勝過泰語，且受漢語族和傣語支影響而產生量詞的語言也有這種傾向，顯示

漢語族應該比傣語支更早產生量詞系統，因而有更多時間發展動物個體量詞並傳

播給周邊語言，使它們也有更多時間發展複雜的動物個體量詞系統。第二，量詞

與數詞有著不可分離的緊密連結，而傣語支大部分的數詞都借自漢語，這使傣語

支語言反向輸出量詞給漢語的可能性薄弱，因此可能性更高的推測應是由漢語族

獨立產生量詞系統，然後逐步傳給亞太地區所有的量詞語言，包含傣語支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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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roversy over Animal Classifiers in 
the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Thai, and Neighboring Languages 
 

 
Abstract 

Among the many classifier languages in Asia-Pacific, whether the initial 
origin of classifiers is Sinitic or Kra-Dai remains controversial. In the 
literature, most Western scholars oppose Sinitic and support Kra-Dai, while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hold the opposite view. Her & Li (2023) examined 
the six reasons against Sinitic and refuted them one by one, arguing that 
Northern Chinese is the origin of classifiers. One of the reasons supporting 
Kra-Dai is that Chinese lacks classifiers that distinguish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presents more evidence supporting 
Sinitic regarding animal classifiers. Focusing on the Chinese animal-specific 
classifiers 隻 zhī, 頭 tóu, 尾 wěi, and 匹 pǐ, we compare Chinese, Thai, 
and their surrounding languages. The study verifies that Chinese has the most 
animal classifiers among these languages and that classifier languages 
influenced by Chinese have more animal classifiers than those influenced by 
Tai languages. Therefore, based on this evidence, Sinitic is more likely than 
Tai as the origin of classifi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is paper also 
presents new evidence based on numerals. Historically, Tai languages 
borrowed numerals from Chinese; thus, given the close ties between 
numerals and classifiers, it is far more likely that Tai also borrowed classifiers 
from Chinese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Keywords: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animal classifier, numeral, Chinese, 
Kra-Dai 

 


